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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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公众参与理论对“波特假说”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SE-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客观层面、主观层面和结果层面三个层面的指标采用熵权法合成公众参与度测量标准，通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公众参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理论得到验证；②在目前阶段，公众参与和正式环境规制工具尚未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达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即未能发挥正向交互作用；③公众参与程度是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波特假说”成立的边界条件；④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具有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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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 Testing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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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on “porter hypothesis”, this paper uses SE-SBM model to measur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 of each province, which includes economy,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meas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from three levels: objective level, subjective level and result level. By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positive direct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GTFP, and the theor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verified；②At pres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operat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GTFP, that is, they have not played a positive interaction；③The degre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orter hypothesis” of economic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④The level of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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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目前尚存在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社会和谐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中国经济已经从追求高速度发展转为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且我国正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和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等途径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近几年来，突出“绿色”概念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加入了体现环境污染指标的非期望输出，逐渐代替了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方式，并且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资源利用水平、环境保护等情况的重要指标。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然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看重“人”的利益和权利，所以只考虑经济与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是不全面的。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者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以加入“以人为本”概念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依据进行研究。
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一系列环保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表明了政府捍卫“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决心。然而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行政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可能为了满足绩效考核、增加财政收益而无视公众权利、损害公众利益，进而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公正性和执行效果[1]。公众参与理论认为公众参与式管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一责任困境，通过公众监督、环境污染举报、环保献计献策、新闻媒体报道等方式可有效弥补政策作用的失灵。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符合“波特假说”近来引发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而作为环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对于“波特假说”的影响却少有人研究，只有少部分学者将公众参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方式）作为对环境规制的补充。为考察公众参与对于“波特假说”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理念，运用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以公众参与理论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以期促进正式环境规制方式对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同时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李俊[2]首次提出绿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概念，即在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中加入反映环境变化的变量，标志着我国GTPF研究的开始。关于GTFP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学者们大都认可Fare&Grosskopf[3]在SBM效率测度中加入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方法，可对效率的不同角度进行评估，保障了测算的科学和准确。后期关于GTF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GTFP的影响作用上。
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方面，以往学者多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单调线性关系，环境规制的影响作用取决于其对企业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是否可以补偿其造成的成本效应，即存在“波特拐点”。具体来说，何玉梅[4]采用DEA-Malmquist法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并且环境规制可通过促进技术研发来提高生产率；杨朝均[5]讨论了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冯严超[6]构建SAC空间计量模型得出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的结论；陈超凡[7]建立系统GMM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最终得出环境规制尚未达到“波特拐点”的结论；蔡乌赶[8]将环境规制分为三类，并讨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
1.2 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作用机制的影响
一些学者研究过技术创新、外商投资、政府干预等不同中介因素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比如，邱兆林[9]通过Durbin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并运用门槛模型检验行政垄断程度对“波特假说”的影响；朱金鹤[10]对“波特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进行门槛检验，验证了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纪玉俊[11]以人力资本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马勇[12]、韩超[13]、王淑英[14]等学者考虑到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式环境规制），但大多只采用环境信访数量这一单一指标来衡量，并且只是将其作为环境规制方式的一种补充，少有学者研究其对其他环境规制方式的影响作用。
本文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具有共同利益或兴趣的公众为了自身的环境权益，通过信访、上访、投票、举报、请愿、参加听证会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环境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缺乏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公众缺乏参与意识和能力，各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水平都比较落后。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公众积极参与到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公共问题中来[15]。田良[16]认为环境保护的第一利益相关者是公众，并且认同和尊重公众的环境价值主体地位是公众参与理论的前提。张辉[17]指出只有公众才可以切实感受到开发建设活动对于他们的影响，并且和自然环境有更真实的沟通交流，公众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参与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戴维奥斯本[18]提出了一系列公共管理理论，包括政府应放权给公众、掌舵而不是划桨、参与式管理、目标驱动而不是规章驱动等。
由于公众参与这一“软手段”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公众监督，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对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企业为吸引公众的消费偏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生产方式整改等一系列举措，进而弥补了政府在环境问题上规制政策失灵的现象。从上述分析可得，基于公众参与理论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但可以直接作用于环境保护，而且通过外部监督和舆论压力，还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以及企业的策略行为，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公众参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公众参与理论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用的验证。
H2：各种类型环境规制方式的水平会与公众参与程度产生交互效应，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H3：公众参与程度是“波特假说”成立的边界条件，即公众参与程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且对不同环境规制方式具有不同的影响。
H4：环境规制程度会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效果，且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方式具有不同影响。
2.研究设计
本文在大量相关文献阅读与总结的基础上选取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选取的变量及衡量方法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可有效避免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尤其是在对公众参与程度的度量上相比于以往研究更加全面、科学，并具有创新性。本文借鉴彭星[19]、伍格致[20]等对环境规制的分类方法，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方式。
2.1变量定义
2.1.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本文在以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将社会因素纳入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中，构建反应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四位一体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其中，投入型指标包含城镇化发展必须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以及资源要素；产出型指标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型产出、社会型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污染型产出）。本文运用MaxDEA Pro6.6软件，基于SE-SBM模型和ML指数对2007—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30个省市数据进行测算。
2.2.2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划ER1
不同学者对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的测量方法并不统一，为了保证度量指标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各地环境保护系统人数/总人口数、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环境政策法规数量三个指标采用熵权法合成。
2.2.3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ER2
排污费是中国最早采用的负向市场激励工具。本文采用各区域排污费收入/GDP作为度量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代理指标。
2.2.4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水平ER3
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工具属于正向补贴性激励行为。本文将选取污染投资治理/GDP衡量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工具。
2.2.5公众参与程度SI
公众参与主要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与当地居民之间关于环境保护的互动行为，美国的公众参与理论认为公众参与拥有从投票到对抗，从写信到诉讼等无数种形式[21]。较为细致的分类包括投票、游行、请愿、游说、写信、辩论、运动、参加听证会、甚至提起诉讼。以往研究中多采用各地区的信访数量作为度量标准，无法全面反映公众参与程度。本文中的公众参与程度采用客观层面、主观层面和结果层面三个层面的指标来进行全面的度量，并运用熵权法合成该指标。其中，客观层面指政府为促进公众参与所做的努力，包括开展社会环境教育活动的次数和人数两个指标；主观层面指公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参考Pargal[22]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衡量方式，选取年龄（15岁以下人口比重）、教育水平[footnoteRef:0]）和人均收入三个指标来度量；结果层面指各地区实际发生的公众参与情况，从环境信访件数/人口、来访批次和人大政协提案件数三个方面衡量。 [0: ] 

2.2.6控制变量Z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水平（人均GDP）、技术创新水平（R&D内部支出/GDP）、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产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ootnoteRef:1]）（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GDP）、自然资源禀赋（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外开放水平（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GDP）、政府干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GDP）。 [1: ] 

由于本文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多为比例值不适用于对数化处理，故采用标准化处理来控制不同变量的量纲差异，并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同时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Hausman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接受了所有解释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330
	0.731
	0.367
	0.177
	1.591
	《中国环境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
	ER1
	330
	0.173
	0.120
	0
	0.799
	《中国环境年鉴》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
	ER2
	330
	4.345
	4.078
	0.166
	45.957
	《中国环境年鉴》

	
	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水平
	ER3
	330
	0.001
	0.001
	0.000
	0.010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公众参与程度
	SI
	330
	0.246
	0.069
	0
	0.549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
	经济水平
	GDP
	330
	42 479.45
	23 749.94
	7 940.875
	128 994.1
	《中国统计年鉴》

	
	技术创新水平
	TEC
	330
	88.625
	51.617
	0.255
	215.281
	《中国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
	Industry
	330
	46.421
	8.178
	19.014
	60
	《中国统计年鉴》

	
	外商直接投资
	FDI
	330
	0.379
	0.529
	0.047
	5.705
	《中国统计年鉴》

	
	自然资源禀赋
	NR
	330
	0.076
	0.055
	0.000
	0.326
	《中国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水平
	Trade
	330
	0.300
	0.359
	0.017
	1.721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干预
	GOV
	330
	0.476
	0.194
	0.127
	1.013
	《中国统计年鉴》




2.2模型设计
2.2.1空间面板模型
由于空间矩阵是外生的，为了较好地反映客观空间差异现实情况，本文选择构造邻接权重矩阵，并且选用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其验证方法分别为：




其中I为正，表明该省与邻省“高－高”或“低－低”集聚；I为负，则说明该省与邻省存在空间异质性，“高－低”或“低－高”集聚。


为了探究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作用的总效应，构建以下不包括空间自变量相关项的SAR模型：

                  （1）
为了进一步验证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和各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中构建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的交互项，得到模型2：

          （2）
由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三种环境规制在对本地区产生影响的同时，很可能也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因此在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探析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对现有研究拓展的重要环节。鉴于空间杜宾模型(SDM)考虑到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因此选择该模型分别探究三种环境规制方式与公众参与程度空间自变量互动效应：

（3）
为进一步探索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影响的调节作用的空间互动效应，在模型3中构建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的交互项，得到模型4：

          （4）
2.2.2门槛效应模型
门槛模型可以考察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否随门槛变量调整而发生结构性突变。公众参与程度可能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存在门槛效应，反过来，环境规制水平也会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效果。为了验证假设，以公众参与程度作为门槛变量分别考查三种环境规制方式对GTFP的影响，并且以三种环境规制水平为门槛分别考察其对公众参与效果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借鉴Hansen[23]、王群勇[24]的面板门槛模型思想，构建门槛模型5和6：

    (5)

  (6)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性验证。由表2可知：GTFP在2007-2017年均表现出显著的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正向相关性，表明被解释变量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性。由图1可知：中国30个省份在第一、第三象限分布较多，即中国GTFP的空间相关模式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说明GTFP在空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性。由此可得，本文采用被解释变量纳入空间考察范围的SAR和SDM模型是科学合理的。
表2 GTFP空间相关性分析表
	GTFP
	I
	p-value
	c
	p-value

	2007
	0.325
	0.002
	0.591
	0.001

	2008
	0.315
	0.002
	0.593
	0.001

	2009
	0.234
	0.016
	0.690
	0.008

	2010
	0.142
	0.079
	0.796
	0.054

	2011
	0.147
	0.074
	0.782
	0.042

	2012
	0.156
	0.064
	0.768
	0.034

	2013
	0.134
	0.090
	0.797
	0.054

	2014
	0.144
	0.078
	0.796
	0.052

	2015
	0.134
	0.090
	0.801
	0.057

	2016
	0.154
	0.066
	0.776
	0.039

	2017
	0.145
	0.077
	0.78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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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16年中国GTFP局部Moran散点图
在空间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后进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通过Wald检验验证了SDM模型不可简化为空间误差和滞后模型，并运用Hausman检验法对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择。限于篇幅，在SDM模型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4所示。
（1）总效应
根据表3中模型1可得出：①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5%的置信水平上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经济激励型和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未产生显著作用，可见目前环境规制水平尚未越过“波特拐点”，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替代作用大于补偿作用；②在不同环境规制模型中，公众参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这验证了公众参与理论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③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三个指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技术创新水平和政府干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
（2）直接效应
根据表4中的模型3可发现：①三种环境规制方式的SDM模型回归结果与不考虑解释变量空间溢出效果的SAR模型结果相似，略有不同的是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由不显著的促进作用变为了抑制作用，这是由于周边地区的ER2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用，分担了大部分正向总效应，导致本地ER2作用效果降低；②本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抑制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说明现阶段该工具的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
（3）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表4中模型3可得出：①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地区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增加其自主研发绿色技术意愿，周边地区技术研发给予了本地区“搭便车”的可能性，并提升了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是由于该工具造成周边污染企业转移到本地，而这类企业在转移后所创造的经济绩效贡献大于其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即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②周边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在10%的置信水平上正向促进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相邻地区的公众参与热情会互相传播、互相促进，如果周边地区居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有良好的参与风气，势必会鼓动本地居民效仿其行为来保障自己的环境权益。同时，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也会在邻地间互相模仿和学习，进而增加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4）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由表3中模型2以及表4中模型4可看到：无论是公众参与的总调节作用、对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还是对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均为负向。其中，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向调节命令控制型和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作用。这表明中国目前阶段的公众参与未能与正式环境规制方式相配合达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仅仅停留在由于不满而进行环境信息举报的阶段，未能推动环境规制越过“波特拐点”，即目前阶段的公众参与和正式的环境规制工具还没有达到有效配合的效果。
表3 SAR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总效应

	lnGTFP
	0.228 8***
	0.291 5***
	0.294 6***
	0.212 3***
	0.222 5***
	0290 4***

	ER1
	-0.139 7**
	
	
	0.055 9
	
	

	ER2
	
	0.030 2
	
	
	0.107 0
	

	ER3
	
	
	-0.008 6
	
	
	0.144 0*

	SI
	0.340 7***
	0.308 3***
	0.305 1***
	0.490 8***
	0.332 3***
	0.496 7***

	SI*ER1
	
	
	
	-0.638 2**
	
	

	SI*ER2
	
	
	
	
	-0.305 0
	

	SI*ER3
	
	
	
	
	
	-0.729 0**

	GDP
	0.776 2***
	0.807 4***
	0.810 2***
	0.779 8***
	0.815 2***
	0.792 6***

	TEC
	-0.154 4*
	-0.134 2*
	-0.134 1*
	-0.212 0*
	-0.131 0
	-0.107 3*

	Industry
	0.272 1**
	0.343 4***
	0.348 6***
	0.274 4***
	0.348 5***
	0.332 4***

	FDI
	0.045 1
	0.169 4
	0.163 9
	0.019 4
	0.168 3
	0.162 2

	NR
	0.164 5
	0.123 7
	0.107 7
	0.179 0
	0.122 1
	0.114 7

	Trade
	0.478 9**
	0.551 2***
	0.544 5***
	0.466 7***
	0.538 7***
	0.531 9***

	GOV
	-0.136 3
	-0.203 1*
	-0.194 4
	-0.115 0
	-0.892 2***
	-0.177 8*

	R2
	0.68
	0.58
	0.53
	0.65
	0.71
	0.51


表4 SDM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3
	模型4

	
	直接效应

	lnGTFP
	0.203 9***
	0.222 5***
	0.207 5***
	0.178 4**
	0.194 0***
	0.204 4***

	ER1
	-0.131 7**
	
	
	0.077 5
	
	

	ER2
	
	-0.107 0
	
	
	-0.003 3
	

	ER3
	
	
	-0.030 2
	
	
	0.101 7

	SI
	0.347 8***
	0.332 3***
	0.323 5***
	0.510 5***
	0.430 0***
	0.499 8***

	SI*ER1
	
	
	
	-0.672 6
	
	

	SI*ER2
	
	
	
	
	-0.481 3
	

	SI*ER3
	
	
	
	
	
	-0.684 9**

	
	空间溢出效应

	ER1
	-0.171 6
	
	
	-0.042 8
	
	

	ER2
	
	0.566 3***
	
	
	0.811 8***
	

	ER3
	
	
	0.024 5
	
	
	0.125 5

	SI
	0.322 2*
	0.224 9*
	0.281 3
	0.489 3*
	0.563 5**
	0.326 1

	SI*ER1
	
	
	
	-0.367 4
	
	

	SI*ER2
	
	
	
	
	-1.667 8*
	

	SI*ER3
	
	
	
	
	
	-0.619 5

	R2
	0.66
	0.59
	0.68
	0.58
	0.55
	0.62


3.2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的“波特假说”门槛检验
基于模型4和模型5，检验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公众参与程度对GTFP的“波特假说”门槛效应，同时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方式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的门槛效应。首先通过单一门槛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然后确定门槛数目及门槛值，运用Stata15软件并根据Bootstrap法1 000次计算而得，如表5所示。门槛检验结果表明：当以公众参与程度为门槛变量，考察三种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时（模型4），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考察公众参与程度对GTFP的影响时（模型5），单一门槛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他门槛回归的单一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存在门槛效应。
表5 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门槛数
	F统计值
	显著性
	门槛值
	Coef.

	SI
	ER1
	-
	7.61
	0.567 0
	0.207 4
	-0.249 7***/-0.067 2

	SI
	ER2
	1
	7.23
	0.070 0
	0.207 4
	0.069 9*/0.291 5***

	SI
	ER3
	-
	8.28
	0.320 0
	0.559 3
	-0.030 9/0.397 0

	ER1
	SI
	1
	8.24
	0.047 0
	0.447 7
	0.417 2***/0.056 4*

	ER2
	SI
	-
	8.67
	0.706 0
	0.242 5
	0.242 8***/0.494 7***

	ER3
	SI
	-
	8.77
	0.549 0
	0.661 5
	0.317 7***/-0.145 7


以公众参与程度为门槛，研究显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对区域GTFP的影响接近于“V”型。当地区公众参与程度小于0.207 4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当地GTFP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地区公众参与程度大于0.207 4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地区G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符合“波特假说”。由此可以看出，以排污费为度量标准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明显受到公众参与程度的中介调节作用。在公众参与度较低的地区，排污费对企业造成了成本负担而并未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潜力，即创新补偿效应小于遵循成本的负向效应，“波特假说”不成立。低公众参与省域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是地方政府“政治锦标赛”的高发区，如果当地公众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不足，就为政府和企业制造“政策洼地”提供了机会，进而导致排污费的收取并不能达到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目的。根据本文上一节中提到的公众参与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为负，可知目前阶段的公众参与尚未达到促进环境规制对GTFP发挥促进作用的程度，即未推动其到达“波特拐点”，我国公众参与状况亟需加强。
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门槛，研究显示公众参与程度对区域GTFP的影响接近于倒“V”型。当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处于较低水平（小于0.447 7）时，公众参与对当地G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当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处于较高水平（大于0.447 7）时，公众参与对地区GTF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在一定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范围内，当地居民可通过监督举报、舆论压力以及消费偏好等方式正向促进环境规制对GTFP的作用，即公众参与可以促进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旦公众通过信访、上访或者新闻媒体报道等方式对企业的污染违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那么企业为了挽回品牌形象、维护企业信誉和群众基础、避免更大的损失而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进而引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升级。但过犹不及的定律也蕴藏于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的互动关系中，过高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反而会限制公众参与效果。一方面，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代表了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企业能承受的污染外部性内部化水平，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选择支付环境污染成本，外界公众社会舆论压力也无法有效促进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由此可见，环境规制水平也并非是越高越好，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才能发挥出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的最大效益，这与朱金鹤[10]关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结论一致。
为了验证样本和门槛模型的稳健性，本文按照公众参与程度将30个省份分为低、中、高公众参与度地区三类[footnoteRef:2]，并分别以三类地区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和公众参与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样本分组后无法使用空间权重矩阵，故采用普通面板回归进行分析（见表6）。与空间计量模型相比，环境规制系数由负值变为了显著正值，这是由于普通面板回归忽视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果，使得其作用效果分摊到了解释变量上，但这并不影响本节对系数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通过观察ER2的回归系数变化趋势发现：中、高公众参与度地区的系数明显高于低公众参与度地区，即公众参与可有效促进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这与公众参与的门槛检验结果一致，验证了本文样本数据和门槛模型的稳健性。 [2:  低公众参与度地区：山西、海南、贵州、黑龙江、甘肃、安徽、内蒙古、河北、云南、陕西；
  中公众参与度地区：山东、四川、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宁夏、广西、新疆、青海；
  高公众参与度地区：天津、北京、江苏、浙江、广东、上海、重庆、吉林、辽宁、福建。] 

表6 按公众参与程度分组回归结果
	
	低公众参与度地区
	中公众参与度地区
	高公众参与度地区

	ER2
	0.267 1***
	0.509 2**
	0.473 2**

	SI
	0.303 1
	0.492 2
	0.253 1*

	GDP
	1.711 2***
	0.198 4
	1.494 1***

	TEC
	-1.550 9***
	1.594 7***
	-0.539 7***

	Industry
	0.162 5*
	1.192 1***
	0.642 7***

	FDI
	0.856 5***
	1.402 8***
	0.368 3**

	NR
	-0.003 2
	0.359 5
	0.828 5

	Trade
	0.489 8
	-2.452 7**
	0.894 3***

	GOV
	0.030 8
	0.406 2
	-0.447 4**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基于SE-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2007-2017年内地30个省域的GTFP，并采用熵权法构建了包含客观层面、主观层面和结果层面三个层面指标的公众参与程度指标；其次，通过构建SAR和SDM空间计量模型对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作用机制，从总效应、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调节效应几方面进行了探究；最后，采用门槛面板模型，验证了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公众参与程度对GTFP的“波特假说”门槛效应，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方式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的门槛效应。
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①公众参与理论在环境保护领域具有显著效果，本地公众参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周边地区的公众参与也具有较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②公众参与和三种环境规制规制交互项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在目前阶段，公众参与和正式环境规制工具没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达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即公众参与与正式环境规制工具还没有达到有效配合的效果；③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公众参与程度对GTFP的“波特假说”门槛检验。以公众参与程度为门槛，研究显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对区域GTFP的影响接近于“V”型。当地区公众参与程度小于0.207 4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当地GTFP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地区公众参与程度大于0.207 4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地区G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符合“波特假说”；④环境规制方式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的门槛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公众参与程度对区域GTFP的影响接近于倒“V”型。当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处于较低水平（小于0.447 7）时，公众参与对当地G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当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处于较高水平（大于0.447 7）时，公众参与对地区GTFP的影响不显著。⑤由公众参与的门槛模型回归系数可得：对于低公众参与地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于高公众参与地区，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的效用都有较大提升，其中投资治理型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①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对于环境保护的软约束力以及对“波特假说”的促进作用，增加公众参与程度。目前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尚存在较多问题，包括环境信息公开质量不足；政府控制社会新闻传播媒体[25]；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无法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参与权利；公众参与途径匮乏，没有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等。借鉴英国和美国关于保护公众环境参与权的做法，可以将公众的环境诉讼权、决策权和知情权等权利法律化和程序化，让公众参与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同时增加对公众参与意识的宣传和教育，鼓励公众通过正确有效的方式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②调整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将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控制在企业承受限度内，避免企业采取遵循成本策略的同时保障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发挥积极有效作用，进而使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达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交互作用关系，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③根据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选择环境规制工具。在低公众参与地区应重点加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设立和实施，而在高公众参与地区三种规制工具要相互配合、均衡发展；④根据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制定相适应的环境规制水平。在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的地区应设立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强制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来弥补低水平公众参与带来的公众监管弱、社会舆论压力低、绿色产品消费偏好不明显等不足。而在公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地区，应注意“过犹不及”定律，防止过高水平的环境规制阻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效果，并且保证公众参与有效促进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




1）本文借鉴原毅军[26]计算人均受教育程度公式：。式中，代表第i省就业人员中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比重，其权重系数为各层级的教育年限。
2）FDI的原始单位为百万美元，利用2007-2017年的中美年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相应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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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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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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